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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错综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组织要想做出快速响应，领导者的有效倾听

显得非常重要。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现有研究尚未对领导倾听的概念形成统一界定，且理论

视角和研究层次较为单一，这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领导倾听的内涵及其多层次效应。事实上，

作为一种领导行为，领导倾听不仅会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而且会给团队及其下属带来影

响。因此，本研究基于二元互动情境，从沟通信息和支持员工两方面对领导倾听的内涵进行

探索性研究，并从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领导者
1
、团队、员工）出发，结合多层次、多理

论、多研究方法的全景研究范式逐步揭示领导倾听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效应、黑箱机制及边界

条件。本研究不仅开拓了倾听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视角，而且为企业增强领导倾听的积极效能

提供了管理启示。 

关键词  领导倾听，领导力效能，领导工作绩效，团队追随行为，员工建言 

1  问题提出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尚书》中的典故强调倾听群众

呼声的重要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古训也表明领导者需要学会倾听。万豪国际酒

店集团董事长小马里奥特是一位倾听式的管理者，其带领下的万豪被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

赞誉为“高瞻远瞩的公司”。无独有偶，作为房地产龙头企业的碧桂园要求旗下每一个子公

司、区域的总裁或职能中心总经理不仅要扮演好“成为员工意见的桥梁”这一角色，更要学

会做好“首席倾听官”。这些典故和案例告诉我们，倾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始终占据着重要

地位，是现代管理者必备的领导技能。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的渗透与普及，组织正处于一个充满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世界。因此，作

为掌舵人和领航人，组织领导者需要把握机遇，通过倾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明确企业发展

愿景、保持理性认知，不断跨越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信息鸿沟”，帮助组织对错综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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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做出及时响应，从而推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尽管学术研究和实践智慧都表明，高质量倾听可以海纳百川、广集良策，对于建立高效

沟通环境、打造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Kluger & Itzchakov, 2022; Van Quaquebeke & Felps, 

2018）。但埃森哲的一项全球调研发现，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64%）表示，倾听在当今工作

环境中已变得愈发困难。学界已经强调员工建言和向上表达的重要性（如：魏昕, 张志学, 

2014; Liu et al., 2010），但领导-下属关系的相关研究可能过分强调了下属自信沟通（Billing 

& Alvesson, 2000），忽略了领导倾听的作用（Lloyd et al., 2015a）。目前，倾听广泛应用于传

播学、咨询心理学、营销学等领域，但组织行为学的主流研究对倾听的关注相对较少（Kluger 

& Itzchakov, 2022；Pery et al., 20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倾听尚未有一个被普遍接

受的定义（Schroeder, 2016）。因此，推进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倾听研究，尤其是领导倾听的研

究，并指导相关管理实践非常必要。 

近年来，尽管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倾听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但倾听的这些作用是否适用

于领导-成员互动情境，以及领导倾听如何影响领导自身、团队和员工的工作态度及行为，

却鲜有实证研究（Ames et al., 2012）。一方面，少数领导理论明确指出倾听是领导的关键组

成部分，如服务型领导理论（Barbuto & Wheeler, 2006）和精神型领导理论（Reave, 2005）。

并且，倾听是上级支持的重要体现，可能对个人工作绩效、人际影响、工作结果等带来潜在

积极效应（Lloyd et al., 2017）。另一方面，倾听是一项重要的领导技能（Avolio et al., 2009）。

一些学者在领导力培养的文献中指出，只有懂得倾听员工的领导才能在员工中创造真诚，这

是创建可持续发展组织的关键（O’Toole & Bennis, 2009）。可见，善于运用“倾听”的领导

者能够较好地释放领导力，这有助于充分激发作用对象的潜能并带来许多积极效果。尽管如

此，根据倾听方式和信息内容的不同，有学者发现倾听可能是一把双刃剑（Yip & Fisher, 2022），

也会带来消极影响。例如，Sessions 等（2020）和 Rosen 等（2021）研究发现倾听员工的负

面信息（如担忧和发泄）会引发倾听者的消极反应（如人际虐待）。综上，尽管现有研究表

明倾听在提升领导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鲜有研究系统探讨领导倾听会在组织中产生怎样的

领导力效能。领导力效能是检验领导者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吕鸿江等, 2018），可以

从内容（Content）、层次（Level of Analysis）和评价对象（Target of Evaluation）三方面进行

界定（Derue et al., 2011）。本研究拟从领导力效能评价对象的视角深入探讨领导倾听对领导

者本身和其他对象（团队和员工）的多层次效应，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领导倾听行为，而且

能够帮助组织管理者有效运用倾听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倾听置于组织管理情境中，开展关于“领导倾听”的系统性专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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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讨领导倾听的内涵和测量，基于领导效能理论视角从领导力效

能的评价对象（领导者本人；其他：团队和员工）出发探讨领导倾听如何激发领导力效能，

逐步揭示领导倾听对不同对象心理或行为的不同影响及内在黑箱机制，并探讨各类情境因素

在以上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以上全景式的研究体系，本研究将促进我们深刻理解领导倾

听及其领导力效能，进而更好地指导和干预企业实践中的领导倾听。 

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2.1  倾听的内涵 

倾听主要发生在四种情境之中，即一般情境、情侣、同事-同事和领导-下属（Lipetz et al., 

2020）。Bodie 等（2008）认为倾听概念主要聚焦于三个研究视角：①从信息处理视角来看，

倾听是一种涉及信息选择、组织和整合的认知活动；②从能力视角来看，倾听被置于沟通能

力模型中，包括倾听语言信息或非语言信息；③从个体差异视角来看，个体可能会根据自己

对人、行动、内容或时间导向的偏好进行不同倾听。此外，有学者认为倾听是一个多维度构

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Lipetz et al., 2020; Worthington & Bodie, 2018）。认知

维度涉及关注、理解、接收和解释内容与相关信息；情感维度包含同理心和尊重等；行为维

度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反馈。综合起来，倾听的多维度体现了倾听者广泛的技能、能力、态度

和行为等，这些正是学者们所描述的“良好倾听”的重要组成部分（Lipetz et al., 2020）。表

1 从过程、行为和感知三个视角列举了以往学者对倾听内涵的界定，从文献分析可知，倾听

不仅涉及倾听者从表达者那里接收信息，也包括对信息的理解以及对表达者的支持（Lipetz 

et al., 2020）。在近期研究中，Kluger 和 Itzchakov（2022）从二元视角出发，认为倾听包含三

个因果相关的构念：倾听者不可观察的行为（如理解）会影响倾听者可观察的行为（如眼神

交流），这又反过来显示了对表达者的感知和评价。一些学者也对倾听的维度进行了初步探

讨，如Kluger和Zaidel（2013）将倾听分为两类：以人为导向的倾听（Person-oriented Listening），

以事实为导向的倾听（Fact-oriented Listening）。 

表 1 倾听的定义 

视角 概念 学者（年份） 

过程 

听、理解、记忆、解释、评价和回应的过程。 Brownell, 2002 

在人际环境中对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保留的过程。 Bostrom, 2011 

一种信息加工过程，涉及信息选择、组织和整合的认知活动。 Bodie et al., 2012 

行为 

倾听者支持表达者自我表达的非语言和有限语言的行为。 Pasupathi & Billitteri, 2015 

倾听者表现出的对表达者的关注、理解和善意的行为。 Castro et al., 2017 

一种能够满足追随者能力、关系和自主性的自我决定需求的特定行为。 Yip & Fish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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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 

是一种积极表达接受追随者意见和建议的方式，强调员工的主观感知。 Lloyd et al., 2017 

表达者对倾听者接受、理解和适当回应其需求的主观且全面评价的程度。 Schroeder, 2016 

表达者感受到的倾听者对信息的注意和理解程度以及对表达者的支持和合作程度。 Lipetz et al., 2020 

此外，由表 2 可以发现，尽管领导倾听与相近概念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仍然存在明显区

别。领导纳谏从领导者角度反映了员工“自下而上”向领导进行信息传递方向的行为（吕鸿

江等，2020），该行为以员工为信息传递的发起者并强调员工主动向上建言，领导者随后对

建言做出反应（Burris, 2012）。领导反馈寻求的反馈源包括员工、同事和上级（Ashford & Tsui, 

1991），因此其行为方向和信息传递方向是多样的。领导被“逆向指导”体现了领导向员工

寻求建议、咨询信息的主动性，强调领导是建议的主要发起者和受益者，行为内容主要是领

导向下属寻求信息而非情感支持（吕鸿江等，2020）。领导支持凸显了领导对其追随者在工

作任务和人际关系上给予的帮助和关心，行为对象更倾向于追随者而非全部直接下属（祝振

兵等，2022）。结合前文对倾听内涵的梳理，我们初步认为领导倾听的信息由员工“自下而

上”传递给领导，并由领导对信息内容和信息表达者做出理解、支持等反应。可见，从行为

内容、行为方向和信息传递方向辨析相近概念对进一步明确领导倾听的内涵具有重要启发。 

表 2 领导倾听与相近概念的比较 

相关概念 概念界定 
行为 

内容 

行为 

方向 

信息传

递方向 
代表性研究 

领导纳谏 

Leader Voice Taking 

领导者对员工建言的接受、认

可和执行等支持性回应。 
信息 

领导者

→员工 

自下 

而上 

Burris, 2012; 

韩翼等, 2021 

领导反馈寻求 

Leader Feedback-

seeking 

领导者积极主动寻求组织中

有价值的信息以实现个体和

组织目标的一种主动性行为。 

信息 

领导者

→组织

成员 

多向 

Ashford & Tsui, 

1991; Coutifaris 

& Grant, 2022 

领导被“逆向指导” 

Reverse Mentoring 

领导主动向其直系下属咨询

信息或寻求建议的行为。 
信息 

领导者

→员工 

自下 

而上 

Marcinkus 

Murphy, 2012; 

吕鸿江等, 2020 

领导支持 

Leader Support 

领导者对追随者的重视和关

心程度，体现在对追随者的价

值认可以及帮助追随者解决

问题或困难。 

信息和 

情感 

领导者

→员工 

自上 

而下 

Wu & Parker, 

2017; 

祝振兵等, 2022 

2.2  组织管理中倾听的影响因素 

组织管理领域直接探讨倾听前因的研究相对较少且较为零散（Kluger & Itzchakov, 2022），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人口统计学因素。如 Neill 和 Bowen（2021）发现，性别、管

理角色和职位等级会影响员工在组织中感知到的倾听质量，即女性、非管理者和职位较低的

员工的倾听感较低。（2）注意力。任何吸引倾听者注意力的刺激（如分心、压力和先入为主

的观念等）都会降低倾听质量（Itzchakov et al., 2018）。（3）内容真实性。真实性是指说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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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内容的真实程度，程度越高意味着内容越真实，表达者越真诚，这有利于提升倾听质量

（Tyler, 2011）。组织中的领导者会从多个主体（如顾客、员工）那里倾听，当倾听成为一种

旨在为利益服务的工具时，倾听的质量就会下降（Tyler, 2011）。（4）正念。Jones 等（2019）

的研究表明正念可以帮助个体调节消极情绪并防止过度投入，因而促进倾听。（5）倾听训练。

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了放松和沟通技能培训后，个体的倾听能力和共情能力能得到明显提

升（Kluger & Itzchakov, 2022）。（6）表达者情绪。Behfar 等（2020）认为当表达者带着生气

情绪表达想法和感受时，倾听者可能更不愿意倾听。此外，从 Imhof（2010）提出的倾听思

维导图可知，表达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可信赖性、动机及其与倾听者的关系质量会影响倾听

者的倾听质量，并且情境的正式化程度和组织文化也会影响倾听。综上可知，学者从倾听者、

倾听内容、表达者和情境四个方面探讨了倾听的前因，但更多聚焦于倾听者视角，且有关倾

听前因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2.3  组织管理中倾听的作用结果 

对于倾听作用结果的探讨，学者们主要进行了质性分析和少数实证研究。从组织层面来

看，学者普遍认为良好倾听可以提升组织绩效；从团队层面来看，倾听主要与团队绩效和团

队学习之间存在积极关系（Pery et al., 2020）。在个体层面，现有文献发现倾听行为与许多积

极领导风格有密切关系，并主要从交换视角和情感视角对员工工作行为、心理感知、工作态

度和人际关系展开讨论。 

领导力。倾听被认为是领导者发挥影响力和领导力的重要技能。在领导力文献中，倾听

往往与外向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形成对比（Owens et al., 2013）。多项研究表明，倾听员

工与员工对领导能力的感知具有高相关性。例如，管理者对上级倾听能力的感知与他们对上

级变革型领导能力的感知高度相关（Sharifirad, 2013）；倾听被证明与服务型领导（Barbuto & 

Wheeler, 2006）、精神型领导（Reave, 2005）和包容型领导（Hirak et al., 2012）有相关关系；

懂得倾听的管理者也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开放性（Ashford et al., 1998）。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作用结果。依据社会交换理论，当领导者给员工提供各类资源时，

彼此间会产生一种交换关系，从而让员工想要通过行动回报其领导（Blau, 1964）。Schroeder

（2016）研究发现，当员工感知上级倾听时，可以从上司那里获得情感支持，这不仅提升员

工幸福感，而且会使其愿意通过实际行动回报上司和组织，如实施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领

导倾听意味着员工表达的想法和建议得到了领导赏识，有利于增进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进

而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和人际公平（Lloyd et al., 2017）。此外，良好倾听向说话者发出这样

的信号：倾听者全神贯注地对所讲内容进行不间断的认知处理，这不仅可以增强彼此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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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密感（Drollinger & Comer, 2013），而且可以提升说话者的心理安全感（Castro et al., 2018）。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作用结果。情感事件理论认为，工作中的特定事件会激发员工的情

感反应，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与行为（Weiss & Cropanzano, 1996）。Lloyd 等（2015a）基

于情感事件理论将感知上级倾听作为一个工作事件，不仅可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情感，并进一

步增加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或降低员工离职意愿，也可能减弱员工的消极情感，进而减少员

工离职意愿或情绪耗竭。 

2.4  现有研究述评 

首先，领导倾听的内涵和测量有待明确。以往研究从过程视角、行为视角和感知视角主

要对人际倾听的概念进行界定，忽略了组织情境中领导倾听的二元性（Kluger & Itzchakov, 

2022）。此外，组织管理中的倾听通常借用营销情境中的感知倾听量表（Castro et al., 2018）

或积极共情倾听量表（Lloyd et al., 2017）来测量，忽略了情境适用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

挖掘和厘清领导倾听的内涵和测量，开发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本土化领导倾听测量量表，这将

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大有裨益。 

其次，领导倾听的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影响效应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现有研究主

要从个体层面讨论了倾听对领导力、员工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等的影响，但多数研究停留在

“是否会产生某一影响效果”的问题上，只有少数学者从情感视角或交换视角等来揭示其内

在机制。即，现有研究更多是从概念层面加以分析和推理，较少探究二者之间的“黑箱”，

忽略了内在理论机制。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探讨领导倾听的多层次效应，从而进一步扩

展领导倾听的作用机制研究，丰富领导倾听的研究视角。 

最后，领导倾听的研究层次较为局限且研究方法有待丰富。目前倾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组织和团队层次的绩效以及个体层次的主观感知、态度和行为等。因此，有必要关注各个层

次倾听在不同层次的影响效应，这将有利于深度剖析领导倾听对领导力效能的作用机制。此

外，目前多个学科领域中的倾听研究主要为理论型研究，欠缺实证研究，且少数实证研究多

基于单一来源的问卷调查。因此，有必要结合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强调多种研究方法相互

印证，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模块：模块一（研究 1）着重厘清领导倾听的内涵与测量，

是本项目的逻辑起点；模块二（研究 2-4）基于领导力效能视角着重探讨领导倾听的多层次

效应，是本项目的重点。根据领导效能理论可知，在领导力培养过程中，领导行为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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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效能不仅可以用来评估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有效性程度，而且体现了员工或团队对领导

者实施影响力并最终实现共同目标的认可程度（吕鸿江等，2018）。绩效及员工心理与行为

已被多数学者视为衡量领导力效能的重要指标（李超平，2006）。因此，为了探讨领导倾听

对领导力效能的预测作用，模块二基于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分别从领导者本人和其他对象

（即团队和员工）探讨领导倾听的多层次效应。具体而言，研究 2 从领导者视角考察领导倾

听对领导工作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并揭示其背后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 3 从团队视角

探究领导倾听对团队追随行为的影响，以及上述影响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 4 从员工

视角揭示领导倾听对员工建言和员工沉默的双重效应，并探讨其黑箱机制和边界条件。整体

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研究1  领导倾
听的内涵、测

量与诺莫网络

员工反应

主动性动机

研究4 领导倾听使员工 继续建言 还是

 保持沉默 ？——基于动机归因理论视角

中介逻辑
员工建言

领导动机

归因

领导倾听

研究2 赋能还是负担？领导倾听对领导工作

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领导工作绩效

领导认知

需求构念测量

多层次效应（领导力效能）

中介逻辑

研究3 领导越倾听，团队越追随？领导可接

近性与团队权力距离的作用

领导可接近性 团队追随行为

员工沉默

领
导
个
人
层

次

领

导
-

团
队
层

次

领

导
-

员
工
层

次

团队权力距离

 

图 1  本研究的整体研究框架 

3.1  研究 1：领导倾听的内涵、测量与诺莫网络 

本研究拟探索领导倾听的具体内涵，严格按照心理学量表构建程序开发领导倾听的测量

量表。Hinkin（1998）指出作为一个新构念，有必要借助诺莫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

从外部寻找相应构念证据，进而厘清新构念的概念特征。因此，本研究将选择理论上与领导

倾听高度相关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构建诺莫网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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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 (Can do)

注意力

领导倾听

应做 (Reason to)

变革氛围感知

愿做 (Energized to)

正念

员工反应

组织公民行为

工作繁荣

主动性动机

 

图 2  领导倾听诺莫网络示意图 

3.1.1  领导倾听的内涵与测量 

通过整理文献可知，领导者在理解信息时要注意两个相关目标的重要性：①准确性

（Accuracy），即领导者要正确理解员工表达的信息内容；②支持（Support），即领导者通过

感知员工表达信息背后的态度而对员工表现出关心和支持（Yip & Fisher, 2022）。Ruck（2021）

认为倾听员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注意员工的说话内容（如建议、观点和想法）；②理解

员工的说话内容并给予回应。因此，我们认为领导倾听是发生在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工作沟

通行为，既包含沟通信息（即领导者从员工那里接收到信息，并给予关注、理解和回应），

也包括支持员工（即领导者对员工给予的情感支持、尊重支持和关心）（见表 3）。本研究将

领导倾听界定为领导者对员工向上沟通的一种主动性反应，是领导者为了促进工作沟通和实

现组织目标，关注、理解和回应员工所表达的信息并给予员工支持的一种领导行为。本研究

拟通过深度访谈获得文本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深入探究并验证领导倾听的内涵维度。 

表 3 领导倾听的维度与示例题项 

行为焦点 维度命名 
示例题项 

一般来说，当我的领导听我说话时，他会…… 

事（信息） 

任务性倾听 

（沟通信息：领导者从员

工那里接收到信息，并给

予关注、理解和回应） 

1.对我所说的话和表达的信息很感兴趣。 

2.理解我所说的话和表达的信息。 

3.与我交流，并对我表达的信息给予回应和反馈。 

……………… 

人（员工） 

关系性倾听 

（支持员工：领导者对员

工给予的情感支持、尊重

支持和关心） 

1.理解我的感受，并给予我鼓励。 

2.认真听我讲完，不打断我，也不评判我。 

3.关心我，接受真实的我。 

……………… 

梳理领导倾听现有测量工具可知，（1）Lloyd 等（2013）编制的单维 8 题项量表可被用

于测量领导-员工情境中的领导倾听。尽管该量表在 Lloyd 等（2015a, 2015b, 2017）后续的

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该量表将主管倾听概念化为对倾听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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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感知，而非任何特定行为（Lloyd et al., 2015b），因而将其运用于对倾听行为的测量可能

难以保证内容效度；②该量表没有进行判别效度验证，如与响应性的测量在概念上有重叠

（Lloyd et al., 2015b）。（2）Castro 等（2018）将营销情境中用于测量销售员倾听的测量量表

用于测量领导倾听，忽略情境适用性，因而量表的效度值得怀疑。（3）Lipetz 等（2020）基

于四种情境开发了单维 10 题项量表。倾听作为一种二元体验，每个二元情境都是独特的

（Lipetz et al., 2020），因此运用该测量工具直接测量领导-员工二元情境中的领导倾听同样

欠缺情境适用性，外部效度难以保证。此外，已有测量工具均基于西方情境开发，可能缺少

中国文化情境下领导倾听的某些特定行为特征。综上，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在明确领导倾听内

涵和合法地位的基础上开发更加科学的本土化领导倾听量表，为后续研究围绕领导倾听发展

理论，展开实证研究提供较高质量的测量工具。 

在对领导倾听内涵维度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拟遵循规范的量表开发程序（Hinkin, 1998）

编制包含“任务性倾听”和“关系性倾听”的两维度测量量表。首先，我们结合归纳和演绎

两种视角界定领导倾听的概念结构，提炼初始量表条目，并邀请领域内的专家对初始条目库

进行内容效度评估。依据对目前资料的演绎和归纳，我们列举了领导倾听的维度和可能存在

的测量条目，如表 3 所示。其次，我们对形成的测量题项进行预测试与验证，采用探索性因

子分析探索量表的因子结构，确定测量题项，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因子结构的稳定性

与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最后，我们对测量量表进行聚合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的检验

并对其心理学测量指标进行验证和修订，形成可操作的领导倾听测量量表。 

3.1.2  领导倾听的诺莫网络 

主动性动机过程模型指出，主动行为是有意识的、可以被激励的，并强调可以通过“能

做”（Can Do Motivation）、“应做”（Reason to Motivation）、“愿做”（Energized to Motivation）

这三条激励路径来产生作用（Parker et al., 2010）。具体而言，“能做”动机关注自我效能感、

控制评价和行动成本，强调有能力去做；“应做”动机关注行动的可取性，强调有压力去做；

“愿做”动机关注被激活的积极情感，强调有动力去做。本研究选取领导者的注意力、变革

氛围感知和正念分别代表以上三种动机的构念，并将三个变量作为诺莫网络中领导倾听的前

因变量。 

首先，注意力是指选择性地关注主观或客观信息的一个特定方面，同时忽视其他信息的

行为和认知过程。面对员工表达的众多信息，领导者需要耗费注意力资源对信息进行选择和

加工（李爱梅等，2021），这是领导者在判断能否进行倾听时所需要付出的行动成本。注意

的认知资源有限理论明确指出个体的注意力资源具有稀缺性和选择性（Sweller, 198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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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领导者对倾听行为成本及自我效能的感知，会据此评估自己

是否有能力倾听。且已有研究表明，足够的注意力资源使得领导者更愿意专注倾听（Castro 

et al., 2018）。因此，当领导者具有充足的注意力资源时，会通过“能做”的激励路径促进倾

听。其次，变革氛围感知指的是组织成员感知到的组织期望实施变革的内部环境特征

（Bouckenooghe et al., 2009），反映了组织内部一种强烈的变革导向。领导者的变革氛围感

知越强烈，越易感受到组织对实施变革、推动发展的期待与需求，便会激发其做出与这种氛

围相适应的行为（韩翼等，2021）。建言和向上表达的相关研究表明员工建设性的想法或建

议有利于促进组织发展（魏昕，张志学，2014），因而强烈的变革氛围感知使领导者具备了

实施倾听行为的重要理由。因此，当领导者具有强烈的变革氛围感知时，会通过“应做”的

激励路径促进倾听。最后，正念指的是个体通过注意力的自我调节专注当下，并以一种好奇、

开放的心态增加对当前事件觉察的过程（Bishop et al., 2004）。正念的领导不仅对工作相关事

项持有开放态度，而且容易激发领导者的积极情感（刘贝妮，张志学，2023）。领导的正念

较高时，意味着领导具有较强的认知功能和较少的认知偏见，因而更有意愿去倾听员工表达

的工作信息（Frizzell et al., 2016）。因此，当领导者具有高正念时，会通过“愿做”的激励路

径促进倾听。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当领导者具有充足注意力资源（能做）、强变革氛围

感知（应做）和高正念（愿做）时，能够促进领导倾听。据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1-1：注意力对领导倾听具有正向影响。 

命题 1-2：变革氛围感知对领导倾听具有正向影响。 

命题 1-3：正念对领导倾听具有正向影响。 

在工作情境中，员工会因其对领导者的崇拜与信任而学习和模仿领导价值观及行为。当

员工受到领导的良好倾听时，他们内心会感到被信任和被尊重，从而会主动学习上司的积极

行为，并将其运用到工作中。例如，员工可能愿意为了组织利益而加班、节约并保护组织资

源。组织公民行为正是一种典型的工作场所积极行为，指的是在正式工作要求之外、员工自

愿采取的角色外行为（Lee & Allen, 2002）。因此，当领导者表现出良好的倾听行为时，员工

愿意为了共同发展而实施更多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繁荣是个体在工作中对“活力”和“学

习”的共同体验（Spreitzer et al., 2005）。领导倾听可以减少下属的敬畏感，增强价值感和认

同感，感到被尊重和信任（Lloyd et al., 2015a），从而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学习新知识的动

机。有学者认为领导倾听向下属发送出一种安全信号，即愿意全神贯注地对下属表达的信息

进行认知处理，这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Castro et al., 2018），为员工提供较高的心

理资源和关系资源。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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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1-4：领导倾听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命题 1-5：领导倾听对员工工作繁荣具有正向影响。 

3.2  研究 2：赋能还是负担？领导倾听对领导工作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本研究从领导者这一领导力效能评价对象出发，基于动态视角探讨领导每日倾听对其当

日工作绩效的双刃剑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从资源视角剖析这三个问题：

领导者如何看待当日倾听行为？每日倾听行为对其自身当天的认知和情绪及工作绩效产生

怎样影响？进一步地，领导认知需求如何对以上作用过程产生调节效果？研究 2 的理论模

型如图 3 所示。 

领导自我反思

领导情绪耗竭

领导工作绩效领导倾听

领导认知需求

赋能：认知资源增加

负担：情感资源减少

个体间层次

个体内层次

 

图 3 领导每日倾听的双刃剑效应模型示意图 

3.2.1  领导每日倾听与领导每日自我反思、领导每日情绪耗竭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领导者在个体内层次的行为是每天变化的（Qin et al., 2018）。

基于动态视角，领导每日倾听被定义为领导者每日表现出的倾听行为。资源保存理论认为，

人们总是努力维持和保护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源，资源的注入对个体实现资源补充和抵御资

源损失非常重要（Halbesleben et al., 2014）。领导倾听意味着领导者可以从员工那里获取信

息，同时也需要关注员工表达背后的态度，从而给予一定的关心和支持。因此，领导倾听不

仅会给领导者带来新消息，而且需要消耗领导者的精力、脑力等资源。结合认知-情感人格

系统理论，个体会评估情境因素对自身资源的影响，在评估过程中激活个体的认知-情感单

元（Mischel & Shoda, 1995）。因此，我们认为领导者每日的倾听行为会给当日的认知资源和

情感资源带来影响。一方面，领导倾听能从员工那里获取好的工作建议和信息，从而丰富自

己对当前工作的看法，提高认知灵活性，并结合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自我反思。另一方面，

倾听需要领导者付出时间和精力，损耗领导者的体能、注意力等资源，从而使其感到筋疲力

尽，以致于情绪耗竭（Lloyd et al., 2015a）。整合资源保存理论和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

我们认为领导每日倾听可能会带来当日认知资源和情感资源的变化。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2-1：在个体内层次，领导每日倾听对领导每日自我反思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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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2-2：在个体内层次，领导每日倾听对领导每日情绪耗竭具有正向影响。 

3.2.2  赋能机制：领导每日自我反思的中介作用 

从动态视角考察个体行为，每天的工作行为会受到当日认知、态度等的影响（Kim et al., 

2018）。领导自我反思指的是领导者基于自身与外界困惑，对所持信念、知识等进行积极、

慎重的思考（Dewey, 1933），是一种决定自身态度和行为表现的动态心理过程（王智宁等，

2021）。研究表明，自我反思能够加强领导者经验的认知，对自我形成清晰的理解并作出有

效改进（Itzchakov et al., 2017）。根据资源保存理论，领导倾听可以帮助领导者进行自我反

思，获取工作资源，并在指导员工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进而提升工作绩效。因此，赋能机

制为：领导倾听帮助领导者获取更多工作信息和良好建议等，领导者会进行自我反思，此时

拥有的认知资源会增加，进而提升其工作绩效。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2-3：在个体内层次，领导每日自我反思中介了领导每日倾听与领导当日工作绩效

之间的关系，即领导倾听会增加其自我反思，进而提升了工作绩效。 

3.2.3  负担机制：领导每日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从动态视角考察个体行为，每天的工作行为也会受到当日情绪等的影响（Kim et al., 

2018）。领导情绪耗竭是指领导者在工作中由于过高工作要求和持续困扰带来的过度劳累和

情绪损耗（Sonnentag et al., 2010）。研究表明，情绪耗竭是心理过劳的一种典型症状，会导

致个体情绪和心理资源的损耗（Lin et al., 2019），从而削弱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不利于

当天的绩效产出。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感知资源损耗时，会采取防御策略，将精力投

放到如何保留与避免资源的再度流失，不愿意继续投入到消耗资源的工作任务中，这将削弱

当天的工作绩效。因此，负担机制为：为了与员工保持良好沟通，领导倾听可能消耗自身有

限的情感资源，诱发情绪耗竭，进而降低绩效水平。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2-4：在个体内层次，领导每日情绪耗竭中介了领导每日倾听与领导当日工作绩效

之间的关系，即领导倾听会增加其情绪耗竭，进而削弱了工作绩效。 

3.2.4  领导认知需求的调节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强调资源的注入对个体实现资源补给和规避资源损耗具有重要意义，并指

出个体对资源是否有价值（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主观评估在资源增益和资源损耗的路径中产

生重要作用（Halbesleben et al., 2014）。领导认知需求是指领导者采用有意义的、整合的方式

理解情境需求，即在获取外界信息的过程中是否愿意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和注意力资源而进

行深入思考，以及能否享受思考带来的乐趣（Cacioppo & Petty, 1982）。因此，我们推测领导

者对从倾听行为中获取的资源价值的判断会依据自己认知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变化。认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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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领导者往往喜欢思考，更渴望从员工那里获取有用信息（Coutinho et al., 2005），更有

可能关注倾听内容中的核心信息（Rosen et al., 2021），更愿意付出自己的精力、时间等资源，

并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和信息加工策略进行自我反思。相反，认知需求较低的领导者可

能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比较自信，缺乏精细加工处理信息的动机（Rosen et al., 2021）。因此

当员工对其表达任务信息时，领导者可能觉得是对自我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既不愿意消耗自

己的认知资源去思考任务信息，也不愿意耗费自己的心理资源去倾听自己认为的无关信息。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 

命题 2-5：个体间层次的领导认知需求调节了领导每日倾听与当日自我反思之间的正向

关系, 即当认知需求高时, 领导倾听与自我反思之间的正向关系加强; 反之, 则减弱。 

命题 2-6：个体间层次的领导认知需求调节了领导每日倾听与当日情绪耗竭之间的正向

关系, 即当认知需求高时, 领导倾听与情绪耗竭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 反之, 则加强。 

结合以上论述和推理，本研究进一步认为，领导认知需求对于命题 2-3 和命题 2-4 所提

出的中介效应还具有调节作用，即构成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在经历每

日倾听时，相比于低认知需求的领导者，高认知需求的领导者更愿意获取认知资源，通过增

加自我反思促进自己改善当日工作绩效，但也会损耗情感资源，通过增加自我耗竭削弱自己

当日工作绩效。综合以上推理，本研究提出： 

命题 2-7：个体间层次的领导认知需求调节了领导当日自我反思在领导每日倾听与领导

当日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在认知需求越高的情况下, 领导自我反思的中介作用越强，

反之，则越弱。 

命题 2-8：个体间层次的领导认知需求调节了领导当日情绪耗竭在领导每日倾听与领导

当日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在认知需求越高的情况下, 领导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越弱，

反之，则越强。 

3.3  研究 3：领导越倾听，团队越追随？领导可接近性与团队权力距离的作用 

尽管高质量领导倾听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但组织中往往存在“尊卑有序”、“上下有

别”的认知，因而不一定总会带来团队的真心追随。基于组织中这一有趣且矛盾的现象，本

研究从追随视角出发，基于团队这一领导力效能评价对象探讨团队成员如何看待团队中领导

者的倾听行为，揭示领导倾听在团队层面如何产生领导力效能，并进一步考察团队权力距离

的调节作用。研究 3 的理论模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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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可接近性 团队追随行为领导倾听

团队权力距离

 

图 4 领导倾听对团队追随行为的影响效应模型示意图 

3.3.1  领导倾听与领导可接近性 

领导倾听体现了上下级之间的工作沟通和人际互动（Pasupathi, 2001）。研究表明，个体

会根据人际互动关系中的预期结果来决定自己在未来是否继续进行互动和交流以及在什么

情况下进行互动和交流（Lawler, 2001）。一方面，领导倾听意味着领导者对团队成员表达的

信息给予关注、理解和反馈，从而使团队成员感知到被尊重和被理解。另一方面，领导者在

倾听时也会给予员工一定的关心、帮助和情感支持，从而促进人际关系的建立并增强彼此的

亲密感和信任感（Drollinger & Comer, 2013）。因此，团队领导者愿意倾听，会让团队成员感

到被重视和肯定，减少敬畏感，从而给下属带来很大的精神激励，建立情感连接。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命题 3-1：领导倾听对领导可接近性具有正向影响。 

3.3.2  领导可接近性的中介作用 

领导距离理论认为,领导与员工间的社交距离会影响员工对领导者的印象和行为的判断, 

并凸显领导行为的不同可能带来不同的领导效果（郭理等，2023；Antonakis & Atwater, 2002）。

社交距离表明领导与员工在地位、权威和权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二者之间的社会接

触程度和关系亲密度（Antonakis & Atwater, 2002）。因此，依据社交距离的远近，团队领导

和其团队成员之间的距离可分为“亲密”与“疏远”两类。团队追随行为是一种指向领导的

行为，即团队成员执行领导决策，帮助领导者并协助领导者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以全力促

进领导和团队取得成功的行为（曹元坤等，2019）。从追随者视角来看，团队追随行为意味

着团队成员与领导者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杜艺珊等，2016）。因此，我们认为领导倾

听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二者社交距离的传导。 

正如 Antonakis 和 Atwater（2002）所强调，领导会依据其与下属之间距离的远近对下属

实施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彼此间的近距离意味着一种亲密关系的存在，因而团队成员更愿

意亲近领导并做出积极评价；另一方面，彼此间的适度距离往往更易使领导者产生魅力（K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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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hn, 1978），给团队成员保有一定神秘感。因为距离太近会导致过度频繁的交流互动，这

也意味着缺点暴露的可能性增大，进而可能会慢慢消退领导者在其团队成员中的理想化原

型。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当领导可接近性低时，这种“远距离”可能使团队成员认

为领导者会拒人千里之外，难以在彼此间搭建亲密纽带，让团队成员产生畏惧心理，进而不

愿追随；当领导可接近性中等时，这种“适度距离”满足了领导者在团队成员心中的超凡个

体形象，进而促进了团队成员对领导者的崇拜心理，因而更愿意真诚追随其领导；当领导可

接近性高时，这种“近距离”会增加二者的互动频率，使得团队成员在与领导频繁的交流中

更易感知到领导者的缺点，因而不太愿意追随。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3-2：领导可接近性和团队追随行为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相对于适度的领导可接

近性，过低或过高程度的领导可接近性都会削弱团队追随行为。 

命题 3-3：领导可接近性在领导倾听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即领导倾听通

过增加领导可接近性进而产生对团队追随行为的倒 U 型影响。 

3.3.3  团队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权力距离在社会层面被定义为社会对组织中权力不平等的可接受程度（Hofstede, 1980），

反映到团队层面，指的是团队成员能够接受并认可团队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这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团队成员对领导权威的尊重与顺服及对权力分配不均的认同水平（Yang et al., 

2007）。研究表明，团队成员对权力距离此类文化价值观信念的认知会影响其对领导行为信

息的反应（Lian et al., 2012）。鉴于团队权力距离在组织中对上下级互动具有重要影响（廖建

桥等，2010），本研究认为领导可接近性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团队权力距离强

弱的制约。 

在高权力距离团队，团队成员对领导在团队中拥有的绝对权威和地位具有较高的接受度，

认为在与领导的互动交流中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不宜过分亲近（Loi et al., 2012）。这

表明团队成员认为与领导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对领导可接近性的程度不

敏感，导致领导可接近性与其追随行为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较弱。相反，在低权力距离团队，

团队成员对领导在团队中拥有的地位和权力具有较低的接受度，即团队成员认为权力均衡地

分布在团队中，领导者不具有绝对权威。并且，在上下级互动中，团队成员认为可以与领导

者开展密切交流，对领导可接近性的程度比较敏感。因此，低团队权力距离可能使领导可接

近性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加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3-4：团队权力距离对领导可接近性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具有调节作

用。即当团队权力距离高时，领导可接近性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较弱；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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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较强。 

前述命题 3-3 已经表明，领导可接近性在领导倾听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认为，团队权力距离对于领导可接近性的中介作用可能存在调节效应，

即构成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3-5：团队权力距离调节了领导可接近性在领导倾听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中介作用。

即当团队权力距离高时，领导可接近性的中介作用减弱；反之，则加强。 

3.4  研究 4：领导倾听使员工“继续建言”还是“保持沉默”？——基于动机归因理论视角 

由于领导行为的不同取向（如人际关系取向和任务取向），以及倾听层次、倾听习惯（如

以自我为中心和以对方为中心）和倾听技巧的差异（Kluger & Zaidel, 2013），有必要厘清领

导倾听行为背后的动机。员工不仅是领导行为的接受者，而且是领导行为的直接观察者，会

对领导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归因（Martinko et al., 2007）。李洁等（2023）认为领导行为背后

的动机一般分为两类：“真实性”和“策略性”两类。真实性的领导关注他人和组织，关心

集体利益和组织绩效目标的实现；策略性的领导更关注自我，旨在实现个人目标和福祉。循

此逻辑，本研究将领导倾听区分为“领导真诚倾听”和“领导虚伪倾听”。其中，领导真诚

倾听是指领导者以员工为中心，关注信息事实，关心员工感受，洞察员工意图的积极倾听行

为，旨在促进工作沟通并改进组织绩效。领导虚伪倾听是指领导者以自我为中心，曲解信息

事实，假意迎合的消极倾听行为，是一种自我表现策略，旨在实现个人福祉，增强自身声望

和形象。正如领导过程归因理论所强调，员工对领导行为动机的归因会影响员工的心理状态，

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后续的行为反应（Gardner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从员工这一领导

力效能评价对象出发，构建领导倾听与员工行为的双过程模型，深入探究领导倾听在员工积

极归因情况下会选择“建言”还是“沉默”，在员工消极归因下又会做出何种选择，以期厘

清领导倾听在员工层面产生何种领导力效能。研究 4 的理论模型如图 5 所示。 

员工建言

领导倾听

员工对领导倾听动机归因类型

（领导真诚倾听/领导虚伪倾听）

建言效能感

心理安全感 员工沉默
 

图 5 领导倾听与员工建言/沉默的双过程模型示意图 

3.4.1  积极动机归因视角下领导倾听与建言效能感、心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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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倾听是领导者对下属表达信息的理解、回应以及对员工表达的关心和情感支持等，

体现了一种积极互动（Kluger et al., 2021）。当员工向领导者表达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和建设性

建议时，一方面，如果领导者不仅关注信息本身，结合自己已有认知和经验加以理解，而且

会针对信息内容做出积极反馈和实质性回应；另一方面，如果领导者以员工为中心，关心员

工的心理感受，给予工作上的关心和问候，甚至产生共情。那么，员工此时会对领导倾听行

为进行一种积极归因，认为领导表现的是一种真诚倾听。换言之，员工认为领导倾听旨在促

进工作沟通和改进组织绩效，愿意真心实意倾听员工、适当提问和回应，是一种洞察员工意

图的积极倾听行为。建言效能感指的是员工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建言成果的信念（段锦云，魏

秋江，2012）。心理安全感表明员工感到可以真实地发表自己的建议和想法（Edmondson, 

1999）。员工将领导倾听归因为真诚倾听意味着领导者对员工表达的信息给予了理解和积极

反馈，这种成功的经历会使员工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强化员工对个人表达和工作能力

的认知，增强了员工对后续建言成功的信念，因而可以提升其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4-1：领导倾听与积极领导动机归因交互影响员工的建言效能感。即当员工对领导

倾听动机归因为真诚倾听时，员工会有较强的建言效能感。 

命题 4-2：领导倾听与积极领导动机归因交互影响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即当员工对领导

倾听动机归因为真诚倾听时，员工会有较强的心理安全感。 

3.4.2  消极动机归因视角下领导倾听与建言效能感、心理安全感 

正如前文所说，领导倾听不仅体现了领导者对员工表达的信息做出理解和回应，而且强

调领导者会向员工表达自己的态度与支持（Kluger et al., 2021）。当员工向领导者表达与工作

相关的信息和建设性建议时，一方面，如果领导者曲解员工表达的真实内容，甚至做出敷衍、

打断、中止等行动，对信息不经加工就给予回应；另一方面，如果领导者以自我为中心，假

意迎合员工，不顾及员工的内心感受，只是表面上表达对意见的认可。那么，员工此时会对

领导倾听行为进行一种消极归因，认为领导表现的是一种虚伪倾听，存在言行不一致。换言

之，员工认为领导倾听旨在实现个人福祉与增强自身声望和形象，是碍于面子假意倾听，是

一种消极倾听行为。建言效能感表明员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建言角色，有充分的信心取得建

言成功（段锦云，魏秋江，2012）。心理安全感是指员工可以舒适真实地向领导表达想法而

不惧怕需要承担的潜在风险（Edmondson, 1999）。员工将领导倾听归因为虚伪倾听意味着领

导者对员工表达的信息和建议等给予了消极反馈或敷衍回应。因此，领导虚伪倾听让员工感

受到领导者言行不一致，这种表达得不到真实反馈的经历会使员工感到失落，也大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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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建言信念，从而降低其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4-3：领导倾听与消极领导动机归因交互影响员工的建言效能感。即当员工对领导

倾听动机归因为虚伪倾听时，员工会有较弱的建言效能感。 

命题 4-4：领导倾听与消极领导动机归因交互影响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即当员工对领导

倾听动机归因为虚伪倾听时，员工会有较弱的心理安全感。 

3.4.3  建言效能感、心理安全感的中介逻辑 

根据领导过程归因理论，员工会从心理上对领导行为进行认知和归因，从而影响员工产

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并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Martinko et al., 2007）。员工建言指的是员工为改

善组织发展状况而提出的与工作相关的想法、建议与问题（Liu et al., 2010）。员工沉默则指

员工保留表达对组织发展有价值的信息及建议的行为（Morrison & Milliken, 2000）。建言效

能感高的员工拥有较高的心理资源，有能量去做事，坚信自己能够向领导者表达有用的建议

和想法，并会得到领导者的真诚倾听，因而愿意在未来继续建言。因此，根据领导过程归因

理论，员工对领导倾听进行积极归因之后会产生建言效能感这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进而对领

导行为以及领导行为背后的动机做出积极反应，即继续建言而不是保持沉默。相反，当员工

对领导倾听进行消极归因时，其建言效能感会降低，进而更可能保持沉默而非积极建言。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4-5：建言效能感在领导倾听和积极领导动机归因的交互作用与员工建言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即当员工对领导倾听动机归因为真诚倾听时，员工的建言效能感越强，从而越

可能建言。 

命题 4-6：建言效能感在领导倾听和消极领导动机归因的交互作用与员工沉默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即当员工对领导倾听动机归因为虚伪倾听时，员工的建言效能感越弱，从而越

可能沉默。 

此外，低心理安全感的员工在表达真实自我时，会惧怕自我形象和职业生涯等受到负面

影响，因此当员工能够预知自己发声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时，便会增加沉默行为，减少建

言行为（赵金金，刘博，2017）。并且，心理安全感可以为员工的工作冒险行为提供心理上

的保障和动力，因而只有心理安全感较高的员工才更愿意进行建言行为并减少沉默。当领导

倾听被归因为虚伪倾听时，员工体验到低水平的人际信任与疏远交流，激发了防御心理，从

而尽可能规避负面结果，进而选择保持沉默。因此，根据领导过程归因理论，员工对领导倾

听进行消极归因之后会降低心理安全感这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进而对领导行为以及领导行为

背后的动机做出消极反应，即减少建言行为并保持沉默。相反，当员工对领导倾听进行积极

C
h

in
aX

iv
:2

0
2

4
0

9
.0

0
1

6
8

v
1

T h i s  v e r s i o n  p o s t e d  2 0 2 4 - 0 9 - 1 2 .

https://chinaxiv.org/abs/202409.00168V1


归因时，其心理安全感会得到提升，进而更可能积极建言而非沉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命题 4-7：心理安全感在领导倾听和积极领导动机归因的交互作用与员工建言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即当员工对领导倾听动机归因为真诚倾听时，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越强，从而越

可能建言。 

命题 4-8：心理安全感在领导倾听和消极领导动机归因的交互作用与员工沉默的关系中

起中介作用。即当员工对领导倾听动机归因为虚伪倾听时，员工的心理安全感越弱，从而越

可能沉默。 

4  理论建构 

领导倾听在组织情境中普遍存在，并在促进工作沟通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既

有研究尚未对组织情境中领导倾听的概念进行统一界定，且更多是从理论上推导领导倾听对

员工工作态度、人际关系等的影响，少有学者系统性地就领导倾听在不同层次的多样化影响

结果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倾听置于领导-员工二元互动情境，明晰领导倾听的内

涵维度，探索适合中国组织情境的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基于领导力效能视角尝试通过 3

个层次递进、紧密关联的研究，构建领导倾听的多层次效应理论框架，具体探讨领导倾听如

何影响领导者自身、团队及员工的不同心理感知及行为，系统完整地展示倾听在三个层面上

所产生的领导力效能。本研究厘清了领导倾听的内涵维度，丰富了领导倾听的研究层次和理

论视角，并深化了对倾听产生的领导力效能的理论认知。  

首先，本研究从任务和关系两方面探究领导倾听的内涵维度，并开发本土化的领导倾听

测量量表。领导倾听的内涵和测量量表的基本问题未得到统一的观点或验证，阻碍了领导倾

听研究的发展。本研究对领导倾听内涵的明确为后续深入探讨领导倾听现象、揭示其多层次

作用效果奠定了基础，本土化的测量量表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工具，从而深化领

导倾听的理论研究。    

其次，本研究从动态视角探究领导倾听对领导工作绩效是“赋能”还是“负担”。以往

研究更多强调倾听的静态特征，鲜有研究考察领导倾听对领导者自身的双刃剑效应。本研究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领导倾听影响领导工作绩效的双刃剑效应模型，通过“资源获得”和

“资源损失”两条路径考察领导每日自我反思和领导每日情绪耗竭在领导倾听与领导工作绩

效之间的赋能机制和负担机制，并揭示领导者认知需求的调节效应，从而更好地从领导者层

面检验领导倾听在领导力效能上发挥的作用。这不仅丰富了领导倾听在领导层面的研究成

果，而且为领导倾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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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研究从追随者视角考察团队成员如何看待领导倾听。以往学者多考察领导倾听

对团队绩效和团队学习的影响，且对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甚少（Pery et al., 2020），更为遗憾

的是鲜有文献关注团队成员如何看待和评价领导倾听行为。本研究在领导-团队互动层面考

察领导倾听对团队追随行为的影响机制，不仅通过揭示领导可接近性与团队追随行为之间的

倒 U 型关系巧妙地解释了组织中有关领导距离的有趣且矛盾的现象，而且对团队权力距离

调节作用的探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从团队层面对倾听产生的领导力效能的理论认知。 

最后，本研究从动机归因视角辨析领导“倾听”的真伪，并构建领导倾听对员工建言（沉

默）的影响机制模型。在领导力研究中，一直有学者呼吁要辩证看待积极领导行为（李洁等，

2023）。鉴于倾听层次、倾听习惯和倾听技巧等差异，本研究基于领导过程归因理论探索领

导倾听的类型，考察积极归因（领导真诚倾听）视角和消极归因（领导虚伪倾听）视角下领

导倾听对员工建言和员工沉默的双重效应，不仅丰富了领导倾听的理论视角，为后续研究提

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从员工角度拓展了对领导倾听影响效应的认识。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首先，本研究从领导-员工互动情境提出的领导倾听概

念能够为组织领导者的管理活动提供新颖视角。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万物互联，交流更

便捷，需要处理的任务和信息也就越多，组织领导者必须学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倾听者，才能

提升信息交流和任务处理的有效性。其次，本研究构建的领导倾听影响领导力效能的多层次

效应模型，有助于企业认识到领导倾听的重要价值，激发企业采取更多有效措施促进组织领

导者的高质量倾听，进而帮助其释放积极领导力并提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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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multi-level effect of leader 

listening 

LIU Geng1, HAN Yi2, LU Junya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3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complex and rapidly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leaders to learn to listen effectively if organizations want to respond quickly.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it found that existing studies has not formed a unifie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ader listening, and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level are relatively simple, which were 

not conducive to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effects of leader listening. In fact, 

as a kind of leadership behavior, leader listening not only has an impact on leaders themselves, but 

also on the team and subordinat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binary interaction context,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leader listening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 and supporting employees. And from target of evaluation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leaders, teams and employees), drawing on a full-cycle research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multi-

level perspectives, multi-theory, and multi-method, this study gradually reveal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leader listening on different objects, the black-box mechanism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This 

study not only opens up new ideas and new perspectives of listening research, but also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s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iveness of leader listening. 

Keywords: leader listening,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leader job performance, team followership 

behavior, employee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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